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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羽《沧浪诗话》的篇幅不长，历来的研究也

很丰富。反思这些成果，成绩卓著，学者们充分讨

论沧浪诗学的基本观点、体系与辨体意识，在“以

汉魏、盛唐为师”的框架下评估其历史影响，对“妙

悟”“兴趣”“别才别趣”诸说之文艺美学、文艺

心理学内涵的发掘尤为深入。但笔者注意到，这些

研究常常借鉴现代理论来观照并阐释之，忽视了严

羽所处的时代就是一个最富有哲思的时代，因而难

以感受严羽诗论背后的中国哲学及其未来意识，仿

佛严羽只是一位眼光高明却回头看的纯批评家。其

实，《沧浪诗话》的不少提法都是典型的宋学话语，

联系着宋学特殊的思维方式，以及思考文学问题的

最高表述即文道论。本文即由此切入，重点分析严

羽的“浑美”理想及其艺术哲学，包括对宋诗出路

问题的思考及在意境美学史上的意义等，试图就这

些问题做出新的解释。

一 宋学体用论与文道观念

严羽以禅喻诗，《沧浪诗话·诗辨》曾用禅家

的“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

来形容盛唐诗“玲珑剔透，不可凑泊”的兴趣美。

对此，钱钟书、周振甫等先生曾指出：

（严羽此论）也就是佛典上所说的“不即

不离”，僧肇所说的“不与影合，亦不与体离”，

“非离非合”，如同水中看月，镜中看花，可

望而不可即，透澈有余而终不可得。水如明镜，

月映其中，月影与月既不能相合，也不能相离。

可见他们都是以禅喻诗，解释诗的艺术性贵在

形象思维，贵在神韵。［1］

二位先生准确地揭示了沧浪诗学所蕴含的禅家

“体用即离”的思想［2］，但周氏所谓的“形象思维”

恐非严羽之本意。因为严羽是围绕“不涉理路，不

落言筌”来谈论唐诗兴趣的，最终落脚在“词理意兴，

无迹可求”的审美体验上，核心乃在于语言及表现

问题。而揆以禅家的“镜像”之喻，僧肇《宝藏论·离

微体净品》云：“体不与物合，亦不与物离。譬如

明镜光映万象，然彼明镜不与影合，亦不与体离。”［3］

又说：“夫色法如影，声法如响。但以影响指陈，

未足封为真实。故指非月也，言非道也。会道亡言，

见月亡指。”［4］僧肇从“体物即离”的思想，引

出“言而非道”“会道亡言”的文道关系，直指言

说的可能性。实际上，《宝藏论》通篇所传达的便

是真理不可言诠，亦即“道难言显”“不须一切言

说，及以离微之义”［5］的意思。禅家讲“思维路断，

言语道绝”，严羽“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之说本

身也极具禅学意味，后来的元好问更宣称“诗家圣

处，不离文字，不在文字”［6］，实际上都受到了

禅家语言观念的影响。

又比如严羽的“妙悟”之说。众所周知，这个

概念是从大慧宗杲禅师（妙喜）那里借用过来的，

其心理特征已为学界所反复论述。但需指出，妙悟

作为一种直觉体验，是与禅家的语言观念密切联系

的。宗杲禅学“以悟为则”，在士林中的影响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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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道物之极，言、默不足以载。非言非默，

议有所极。……要之，道与物至极处，不在言语上，

不在默然处。言也载不得，默也载不得。”［7］为此，

既反对离弃文字的默照禅，又反对泥于言象的文字

禅；既批评前者“更不知妙悟”，并告以“欲识大

道真体，不离声色言语”［8］的道理，又教导后者“禅

无文字，须是始悟得”［9］。换言之，宗杲以“妙悟”

指示禅门正途，关键是要使人明了禅和文字之间不

即不离的关系。这种关系，即是其“文字语言，乃

标月指也”［10］的思想。在宗杲看来，“道无不在，

触处皆真”［11］，天地万物均为“道”的自身显现，

语言文字则为道体的自我言说，而非“道”的外载。

这一点，曾被宗杲“尊以师礼”的惠洪说得

更清楚，“心之妙，不可以语言传，而可以语言见”［12］，

“大法非拘于语言，而借言以显发者也”［13］。按照

他们的意思，禅乃是一种体验的真理，本质上是拒

绝言说的；但若要勉强为之，则言语就只能以“道

之标指”，亦即道体之用的面目“显”“发”出来。

这种道体文用的思想，二者孤不自成，乃是一并敞

开或湮灭的关系。总之，由禅宗体用论所揭示的禅

与物的关系，在宋代文字禅与默照禅泛滥的情况之

下，又突出指向了禅与语言文字之间的关系问题。

当严羽拈出宗杲的“妙悟”概念，并作为诗、禅相

通的“精子”，不可能避开禅家的语言观念，不然

哪里谈得上“以禅喻诗，莫此亲切”呢？实际上，

严羽以禅喻诗，除了以禅家教派来指示学诗的门径，

更是在终极的语言之途上会通禅悟与诗悟，从“言

而非道”的哲学角度来破斥宋人以文字、议论、才

学为诗的创作理据。而在他以“浑美”范式来涵化

诗歌要素，审查诗史并破斥江西诗敝的论述框架中，

我们都能够明显地感受到一种“道体文用”的思想

的影子来。

话说开来，不光是禅学，理学本身即是“明体

达用”之学，诸如理—气、性—情、动—静、知—行、

已发—未发、天理—人欲等范畴各安其位，共同构

成了一个精密的哲学体系。在体用论的指导下，宋

人将“道”由客观认知的对象，转换为一种完满自

足的内在体验；由此看待语言文字，也就不是载道

之具，而成为“道说”的表征。只要翻检宋元人文

集，就能发现他们普遍地“未尝敢有作文之意”［14］，

随处说着“道胜则文至”［15］“这文皆是从道中流

出”［16］、“自理趣中流出”［17］、“多自胸中流出”［18］、“从

德性中发出”［19］、“从般若中来”［20］之类的话语。

这些都说明，宋学文论的精髓乃在于“道自说以成

文”的思想，又主要是一个“涵养”的问题。平日

里积学储宝，临文书写则空诸所有，无所强求而有

文采义理之精妙，仿佛自然流出一般。宋人认为这

才是文学的最高境界。

这些新质恰恰否定了人们长期以来关于宋人属

于“载道”一派的认识，也为严羽诗学提供了一个

高度普遍化的语境。若由严羽的师传关系上溯到朱

熹和陆九渊那里［21］，朱、陆虽然各立宗旨，但文

学之思却是一致的。朱熹的“文从道流”之说，原

本就是针对周敦颐等人的“载道”“俱道”主张提

出来的，其云：“文所以载道，犹车所载物。周子

此章似犹别以文辞为一事而用力焉。”［22］陆九渊

也提倡“从胸襟流出之辞”，反对把文、道打成两

截儿：“艺即是道，道即是艺，岂惟二物？”［23］

他还教导友人要涵养“根本”，“若根本壮，怕不

会做文字？今吾友文字自文字，学问自学问，若此

不已，岂止两段？”［24］在他看来，文辞并不具备

独立的价值，而“道”也不是一件外在的物事；理

想的情况应当是涵养道心，由一颗自得之心发为自

然之文，无所间隔。此外，严羽的同门包恢也认为

古人作诗“有穷智极力之所不能到者，犹造化自然

之声也”［25］，并举咏春诗为例说：“春气自动，春

声自鸣，乃春自咏耳，非有咏之者。”［26］他们都崇

尚“道说”而反对“人言”，实则从体用角度重构

了文与道的关系，已然放弃了语言工具论及其指导

下的“载道”观念。总之，“道体文用”之说极力

消解作家的主体意志，使得一切“刻意为文”和“强

道入文”的态度失去了依据，这也就为严羽思考“江

西诗敝”并谋划宋诗出路提供了哲学上的视野。

二 “浑”与宋诗的出路

严羽提出了“妙悟”“兴趣”“别才别趣”等

诸多著名的观点，落实在“浑”的诗歌存在方式，

包括“理”的显现问题上。《沧浪诗话·诗评》说：

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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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

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

严羽从诗歌中析出词、理、意兴［27］三个要素，

认为三者相互包摄，化合无迹，方显诗道之极。以

此判断前代诗歌史，严羽认为，汉魏古诗全然一片

赤诚坦恻的生命情感，只见情性而不睹文字，“不

假悟”即达到极致；盛唐诗歌由人工而臻于自然，

仿若天籁自鸣，这是由于“透彻”地领悟了诗道。

至于南朝诗与本朝诗，或者“尚词而病于理”，或

者“尚理而病于意兴”，三者总是有所隔阂，不能

完满地归为一体。因此，严羽才批评他们有所“分

限”，“但得一知半解”，总之未能悟得诗道的真谛。

严羽标举盛唐诗歌以为法，试图拨除江西诗歌

的流弊，同时又认为“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

也还主张做“读书”“穷理”的准备，甚至认为“然

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也”。由此看来，

严羽并不提倡宋人写唐诗，而是要以汉魏盛唐诗“词

理意兴，无迹可求”的诗道来容纳宋诗创作的新经

验。实际上，严羽将“理”纳入诗歌的基本构成，

而他的诗史论说都有一个“理”字在其中，这本身

就表明了严羽对宋诗主理经验的肯定。按照严羽的

意思，宋诗的弊端不在“尚理”，而唐诗的高妙也

不在“言情”，而是将情与理融化在诗歌的“意兴”

之中。人所周知，在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所谓“兴”

密切联系着“触物起情”“睹物兴情”的思想。而

在这里，严羽用“意兴”代替了传统的“情兴”话

语，其所接纳的正是一种“尚意”“尚理”的创作

思想。

这一点，许学夷曾看出其中端倪，他评论说：

“（严羽）前言‘兴趣’，而此言‘意兴’，正兼

诸家与子美论也。宋人尚意，而此言‘病于意兴’，

盖子美之意深而宋人之意浅也。”［28］许学夷认为“子

美能以兴御意，故见兴不见意”［29］，这是符合严

羽之意的。《沧浪诗话·诗评》举杜甫《北征》《兵

车行》《垂老别》等叙议之诗来说明其“沉郁”风

格，又说“少陵如节制之师”，最后表彰杜甫“至

其自得之妙，则前辈所谓集大成者也”。严羽很清

楚杜诗之理与法度，但他认为杜甫已然将其涵化于

心，流露为文也就呈现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的

浑成风格。

严羽“断千百年公案”所澄清的就是这个道理，

《沧浪诗话·诗辨》举江西诗敝为例说：

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

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

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

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

韵必有出处，读之反覆终篇，不知着到何在。

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

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至东

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

山谷用工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

江西宗派。

严羽认为江西诗病源自苏、黄的“始自出己意

以为诗”，这使人想起了彼时“无意为文”的普遍

意识。根据“道体文用”的思想，道自说以成文，

作家的意志几乎消匿不见。以此来衡量宋诗的弊

端，它的文字化、才学化和议论化倾向，以及种种

“多”“必”“骂詈”的行为，也就过于固执“己

意”，过于“用工深刻”了。质言之，乃是把“道

说”作成了“人言”。这一点，包恢所著《石屏诗

后集序》也说得明白：

陶靖节言：“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故读书不求甚解。黄太史称“杜诗无一字无来

处”，然杜无意用事，真意至而事自至耳。黄

有意用事，未免少于杜异，不知四诗、三百篇

用何古人事若语哉？石屏自谓少孤失学，胸中

无千百字书。予谓其非无书也，殆不滞于书与

不多用故事耳，有靖节之意焉。果无古书，则

有真诗，故其为诗多自胸中流出，多与真合。［30］

包恢是严羽的同门，戴石屏（戴复古）是严羽

的至交，以上论述庶几为沧浪诗学的注脚。严羽提

倡“别材别趣”，主张读书穷理而不露行迹的表现。

揆以包恢之言，陶诗的“忘言真意”，正和严羽“诗

有别趣，非关理也”之说相当；而杜甫的“无意用

事”以及戴复古的“胸中无千百字书”，也即是严

羽“诗有别材，非关书也”的意思。在包恢看来，

戴复古“为诗多自胸中流出”，乃是读书穷理而无

意为文的典范——学识和义理已经内化为一颗深造

自得的心灵，由此随处流露为文，则文不期然而工

矣，道不待思勉而至矣。这就是严羽强调“然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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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同时又主张“不

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的最真实的意蕴。

沧浪诗学颇有“自得”之意，认为都是“自家

实证实悟者，是自家闭门凿破此片田地，即非傍人

篱壁、拾人涕唾得来者”［31］。这种“自负”之言

也是典型的宋学话语。宋儒论学莫不以“自得”为

贵，强调“为己之学”的真义。因而不同于那种学

尚兼通、以使天下归宗的汉学旨趣，宋人注重体验

认知，追求真理之切于己身的完满。所以宋人普遍

地以真理独断者的面目自居，即便有所授受，也都

宣称是自家所体贴出来的学问。严羽诗学也不例外，

这有两层意思。

第一，历代好诗皆由自得而臻于自然之境。《沧

浪诗话·诗评》说：“少陵诗宪章汉魏，而取材于

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则前辈所谓集大成者也。”

又说：“《胡笳十八拍》混然天成，绝无痕迹，如

蔡文姬肺肝间流出。”这些都是“道流”之说的提

法，认为“混然”之诗不待人力安排，不假外求，

乃是作家涵化学识、义理与诗法，一颗自得之心自

然“流出”的结果。《诗评》又说：“太白天才豪

逸，语多卒然而成者。学者于每篇中，要识其安身

立命处可也。”所谓“语多卒然而成”，就是临时

起兴、无意作文的意思。这里固然也是强调诗歌的

真情实感，但确切地讲，严羽是从“道说”的高度

来理解诗歌本性的，认为诗歌乃是生命的自在流行，

唯其自得之深，唯其内在生命之充盈完足，则好诗

天然自成。这样来看待江西诗的文字化、议论化、

才学化流弊，由于割裂了道与文的体用联系，也就

无所谓诗了。

《沧浪诗话·诗法》还提出了一些很具体的诗

法建议，比如“学诗先除五俗”，“不必太着题，

不必多使事”，“押韵不必有出处，用字不必拘

来历”，“最忌骨董，最忌趁贴”，“须参活句，

勿参死句”等等。此类琐碎的诗法颇见于唐五代的

“诗格”类作品中，反倒是宋人的谈论少了许多［32］。

其实严羽并无为诗强立法度之意，这些建议乃是出

于矫正时弊的需要，更是张扬了一种“诗人彻首彻

尾的诗则乃是心思的独立”［33］精神。《沧浪诗话·诗

法》曾说学诗有三个阶段，“其初不识好恶”，继

而“始生畏缩，成之极难”，终而“及其透彻，则

七纵八横，信手拈来，头头是道矣”。那么，在从

“不知法”到“畏于成法”再到“忘法”的过程中，

以上弊端应是第二阶段的通病，即泥于诗的成法与

旧习，写作成为一件辛苦事。在严羽看来，理想的

诗应是“信手拈来，头头是道”的。“头头是道”

本是禅学概念，本质上是一种无拘无执的心灵自由

境界，前提则在于本心的涵养与自足。在这里，严

羽表达的乃是由自得之心发为本色之文，无所谓雅

俗、工拙与法度，乃透彻之悟的意思。

第二，沧浪诗学以“浑”自得。这个“浑”字，

联系着他的“别材别趣”“妙悟”“兴趣”“词理

意兴”诸说，也包括《诗评》对汉魏诗“气象混沌，

难以句摘”、建安诗“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

《胡笳十八拍》“混然天成，绝无痕迹”等特点的

揭示。严羽还在《沧浪诗话·考证》中认为，将谢

朓诗“‘广平听方籍，茂陵将见求’一联删去，只

用八句，方为浑然”。《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

也说：

又谓：盛唐之诗，雄深雅健。仆谓此四字，

但可评文，于诗则用“健” 字不得。不若《诗

辨》雄浑悲壮之语，为得诗之体也。毫厘之差，

不可不辨。坡、谷诸公之诗，如米元章之字，

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事夫子时气象。盛唐诸

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

厚，其不同如此。只此一字，便见吾叔脚跟未

点地处也。［34］

严羽以“浑”属诗，以“健”属文，认为苏黄

诗的“笔力劲健”，不能与“气象雄浑”的盛唐诗

同日而语。这里辩论“雄浑”与“劲健”之别，认

为“浑”是自然如此的，“健”是力强而至的，表

现为苏诗的“骂詈”和黄诗的“用工尤深”。这种

看法乃是时代的共识，当时的诗坛，“学苏者乃指

黄为强，而附黄者亦谓苏为肆”［35］。张皋评黄诗

亦云“太着意”“雄健太过，遂流而入于险怪”［36］。

由此来看，严羽所谓“健”，实际上联系着宋诗好

议论、逞才学的特征，反映的是这派诗人种种“意

必如此”的创作态度。“雄浑”与“劲健”，不仅

联系着唐、宋诗之别，也把黄庭坚和陈与义（号简

斋）两位江西派的宗师区别开来。《沧浪诗话·诗体》

云：“陈简斋体：亦江西之派而小异。”对此，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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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没有具体的阐述。在时人看来，比如刘辰翁就认

为简斋诗“望之苍然，而光景明丽，肌骨匀称”［37］；

刘克庄也评价他能“以简严扫繁缛，以雄浑代尖

巧”［38］。简斋体的“小异”之处，即在于此。

总之，沧浪诗学是一个圆满的整体，它用“体

用不二”的观点来阐明“浑然无迹”的诗道，并以

此涵化宋诗的创作经验。可惜后人常常以工具论思

之，见不出沧浪诗论的哲学意蕴来。工具论执着于

“文以载道”，把写作当成是主体意志支配的过程，

从而导致了以才学、议论、文字为诗的江西诗敝。

体用思维则不同，它认为“道自说以成文”，诗人

则不过假手之具耳。这样，重心落在作家主体心胸

的涵养之上，写作乃成为一种随处洒落的自我实现。

根据宋人和严羽的意思，作家读书明理、积学练艺

而涵养自得，则宇宙天理与万千境象皆莹然心体之

上，即是对世界最完满的表现。就此而言，艺术的

本质非关人力，或只能以一种不滞、不碍的“道说”

面目出现。严羽就是从这个高度来审视江西诗敝的，

其中涉及两种写作理念的深刻对立，或曰“道说”

与“人言”之间的界限。所谓“浑”，即是“道心”

的呈现，是一颗自得之心随处显露出来的样子。在

《沧浪诗话》中，诸种概念和范畴都指向了“浑”

的诗美理想，前代诗史也都或正或反地诉说着“浑”

的普遍经验。理一分殊，“浑”化万有，唐诗与宋

调各有自得。严羽批判江西而标举盛唐，又何尝执

着于较量二者之短长？实际上，唐诗不是一个设定

好的目标，江西诗敝也不是论说的止端。毋宁说，

沧浪诗学接着江西派，继续谋划宋诗的出路问题，

具有鲜明的未来意识。

三 意境论话语的转换

众所周知，以禅喻诗是宋代的风气，时人论诗

也都频繁地引用禅语。不过，严羽似乎更受唐代诗

禅理论的影响。《沧浪诗话·诗评》就提到了一批

唐代“诗格”作品，其中王昌龄、皎然分别著有《诗

格》和《诗式》，他们以禅论诗都表明了诗境的一

种构造。把沧浪诗学置于唐五代诗禅理论的谱系中，

更置于中国意境美学史的脉络中来考察，更能见出

它的意义来。

大概说来，六朝及以前，中国诗学史较多地谈

论诗歌的本体问题，即是“诗言志”与“诗缘情”

两种基本观点，并由此生发出各自的修辞观念。前

者从社会功利目的出发来规定诗歌的本体，突出美

刺讽喻、伦理教化的功能；后者体认诗歌的生命情

感与文采，如六朝的“感物”说、“骋情”说所提

示的那样，诗歌的合法性源于个体的生命需要，无

关政教善恶之宏旨。

六朝至唐代，古代意境美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刘勰首次以“意象”论诗，提出“窥意象而运斤”

的著名观点。到了唐代，以“境”论诗的情况就很

普遍了。皎然《诗式》认为，诗人“取境”，离不

开“精思”的作用。其云：“彼天地日月，玄化之

渊奥，鬼神之微冥，精思一搜，万象不能藏其巧。”［39］

又说：“有时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

若神助。不然，盖由先积精思，因神王而得乎！”［40］

所谓“精思”，也就是禅家的心观之法。不同于介

入式的对象化认知，禅家主张以心为镜，把宇宙境

象映现在自家心体之上进行完满的直观。所以皎然

才认为好诗都不是人力勉强做出来的，而是“精思”

之心的自然流露，“若不可遏，宛若神助”一般。

在皎然之前，王昌龄《诗格》论“物境”时就说过：

“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

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41］又论“生思”

说：“久用精思，未契物象。力疲智竭，放安神思。

心偶照镜，率然而生。”［42］这里所谓“物”或“物

象”，并非外于心的客体，而是“视境于心”“心

偶照镜”的心象之物，也就是皎然“先积精思”的

道理。总之，在他们看来，万象皆由心造，诗境先

行地呈现在诗人的心灵反观之中，蕴于心而发于外，

自是天然的好诗。这种思想合乎“诗文道流”之说，

实为沧浪诗学之先声。

但值得注意的是，六朝唐代的意境美学大抵谈

论的是诗歌的意象特征和意义层次的问题。刘勰和

皎然都很关心诗歌的“复意”和“重旨”。《文心

雕龙·隐秀》“隐以复意为工”“文外之重旨”，

以及《诗式》“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的观点，

都主张通过“意象”来克服“言不尽意”的困境，

从而点染出幽远的诗意来。六朝钟嵘和晚唐司空图

以“味”论诗，前者追求“文已尽而意有余”的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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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提出“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象外之象”“景

外之景”的“四外”之说，已经把虚实相生、韵味

无穷的意境美讲得相当清楚了。晚唐五代更出现了

大量的诗格类著作，每每以“内外之意”言诗，而

将“物象”作为沟通内外的枢纽。《金针诗格》云：“诗

有内外意。一曰内意，欲尽其理……美刺箴诲之类

是也。二曰外意，欲尽其象。”［43］徐寅《雅道机要》 

亦云：“内外之意，诗之最密也……求象外杂体之

意，不失讽咏。”［44］《二南密旨》也称：“外意

随篇自彰，内意随入讽刺。”［45］齐己《风骚旨格》

和徐寅《雅道机要》也都结合“物象”来阐述讽喻

诗的写作方法，把物象当成了譬喻政教的符号。

以沧浪诗学影响之深远，它为后世揭起了“以

盛唐为法”的大旗，同时更有力地承接与推动了古

代以“浑美”论诗的潮流。比如明代谢榛的《诗家

直说》、王世贞《艺苑卮言》、胡应麟《诗薮》、

许学夷《诗源辨体》，以及清人王夫之、李重华、

贺贻孙等人的诗学思想，其中以“浑”、以“化”

论诗的情况都非常普遍。无论如何，宋元以来的诗

学史绕不过“辨体”的问题，诸家在古近、唐宋之

间斟酌取舍，反思六朝近体诗敝而标举汉魏古诗的

自然浑成，对照宋调而观察出唐诗的人工浑然之美，

其论述基调即是由严羽所奠定的。同时，诗歌的要

素分析也十分常见，诸家常常以“盐水”和“镜花

水月”来喻说“浑”。比如揭傒斯论“道理”：“当

如水中盐味，知味不知盐”［46］；张以宁《蒲仲昭

诗序》论“学问”：“故问学者贵乎融者也。……

如投盐于水”［47］；周叙论“用字”和“押韵”也说：

“要如水中着盐，饮水乃盐味”［48］；王廷相论“意象”

亦云：“夫诗贵意象透莹，不喜事实粘着。古谓水

中之月，镜中之影，可以目睹，难以实求也。”［49］

又如明清学者论述诗歌的情景和理趣，包括谢榛“情

景适会”之说、王夫之“情景妙合无垠”之说、沈

德潜“议论须带情韵以行”的著名观点，以及叶燮

“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

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50］的表述等，

也都涵摄在以“浑”论诗的语境中。

宋元以来的诗学史，由意境审美的深度模式过

渡到对诗歌呈现方式的言说上来，表现为从“韵

味”“象外”“重意”向“浑”“融”“化”等文

论术语的演进，而背后则涉及诗学观念的深刻变化。

六朝唐代的意象或意境理论，是以先秦以来的言意

哲学为底蕴的。诸如“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

的哲学命题，十分完整地投射到六朝“文不逮意”

的困境以及“窥意象而运斤”的解决方案上。实际

上是把诗歌当做表意之具，一种克服语言局限性的

写作技术。与此不同，“浑美”联系着体用思维，

是以作家化合学识阅历、心性修养与美学领悟而来

的生命状态为根本的。这样一来，意境美学史的重

心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六朝唐代盛谈文学的创作论

及其写作技术问题，那么，宋元以后则更瞩目于读

书、穷理等后天积养的工夫。尤其是明代复古诗学，

继承了严羽“熟参”“妙悟”的思想，而将明理、

积学、练艺等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这并不是偶然

的。在理学语境下，“从容中道”的人生理想与“文

从道流”的文学境界相表里，都慕求一种心灵涵养

臻于至境，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的人文风范。由此

审视文学的问题，写作也就不是出于指事陈情或文

以载道的工具性诉求，而是一颗自得之心的随处洒

落、自由流通和自我实现。这样说起来，写作本身

成为了一种自明本心的体验空间，而“浑美”在本

质上乃是一种内视之境，非关文辞之传达，也不依

赖他者之观赏而实现，而是在写作之前已被作家先

行领略过了。

总之，沧浪诗学是宋学语境下的产物，严羽从

“道体文用”的角度来破除江西诗敝，并以“浑美”

范式来谋划宋诗的出路问题。所谓“浑美”，即是

作家化合学识、义理与诗法而臻于自得之境的显现，

也即是“从道中流出”的样子。实际上，沧浪诗学

蕴含有深刻的艺术哲学，而包括其在内的整个宋学

文论构成了与传统“载道”话语所不同的另一套艺

术理论系统——从作家论、写作论、语言与境界论

诸方面转换了人们对艺术本质问题的看法，也带动

了古代以“浑”论诗的潮流。这是我们今天应当注

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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